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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杨万里治易是为了求道，是为了使自己不光是文士，更是志儒学的学者。现在看来，也是为了能融入理学这股当时的社会思潮。至于，他是怎么通过“以史证易”成为"史事宗"的代表的？这是必须先说清楚的。至于，“史事宗”算不算一个学术流派的问题，历史上治易诸家有很多“引史证易”之例，为何要以李光、杨万里为“史事宗”代表的问题，“史事宗”的特点等都纳入了论文的一揽子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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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Interpreting I Ching in order to request the Dao that Yang Wanli cause himself not only the one as a civil armyman and more than a learned man who keeps in mind Confucianism 。It seems now ，he is also  to thaw  sensiblely studies this one of several equal parts at that time to go into the community ideological trend 。As how to pass “with historical events to interpret I Ching”and become one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sect " representative's ？This is have to be talked clearly earlier 。As to “Historical events sect”being reckoned a systematic learing sect problem many interpretors of Yi works in the history possess a lot of instances“With historical events to interpret I Ching Stretch ”,for what reason  it will be Li Guang 、Yang Wanli who act as “Historical events sect.”.The problem of representative qualities，“Historical events sect.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awaits that wholly fiting into dissertation package consi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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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史事宗”不是杨万里自己封的，杨万里也不是刻意要做什么宗。杨万里长子杨长孺在《杨承议申送易传状》中有：先父万里“平生精力，尽于此书。然自以发挥其所学，初非徼觊于当时。尚未敢云私淑诸人，夫岂望彻闻于上。”
 可见，杨万里当年治易既不是心血来潮，也没有任何功利之心。要弄清“以史证易”与“史事宗”的关系，有二个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1）什么叫“以史证易”？（2）什么叫“史事宗”？

                         （1）“以史证易”辨             

关于“史事宗”，人们对之更多的可能是概念上的了解，甚至概念上都不一定弄清楚了。《说文》上说，“史，记事者也，从乂持中正也。事，职也，古文事。”
这样，是否可先从概念上把握一下：“史事宗”是以记事为能事、为职分来诠释《周易》的。由此可知：杨万里要在他的《诚斋易传自序》中，这个被视为其易学纲领的东西要以“中正”原则为核心。

应该说，“史事宗”和“引史证易”是不可分开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只有在“引史证易”汇成了流，才能成宗。这还只是外在的成因。内在的成因是看其“引史证易”的归宿在哪里，即他的“引史证易”形成了怎样一个易学系统。所以，要搞清“史事宗”，又必须先弄清什么是“引史证易”。

 “引史证易”，笼统点说，就是在对《周易》的诠释时，引入史例加以说明，或附会易卦，但这只是表象。朱伯崑先生给“引史证易”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他说：“所谓引史证经，无非是引用历代统治阶级的政治历史，特别是封建时代王朝兴替的历史，以附会《周易》的卦爻象和卦爻辞。这种附会反映了一种易学观，即把《周易》看成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部教科书。这样，就更增强了《周易》一书在经学中的地位。”
然而，几乎从郑玄开始就有了“引史证易”的学术活动，
郑万耕先生就指出过“引史证经，汉易已开其端，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遭遇说明《周易》卦爻辞的意义。但汉唐人解易，所引历史事件不多。”
不管怎样，郑玄等的“引史证易”是不能算入“史事宗”的。就象朱熹说的“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 
的事情一样，光凭“引史证易”的表面行为来判定“史事宗”，实则是对“引史证易”的望文生义。因此，一定要区分“史事宗”的“引史证易”与纯粹为诠解《周易》的“引史证易”（如郑玄辈）的不同，才能进一步区别诸如“史事宗”与“儒理宗”，以及易学上的其它宗。就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象数派也有“引史证易”，那么这“引史证易”还是不是组成 “史事宗”的有效构件？这确实是个问题。恐怕只有深入问题的内部，才能使问题得以逐步的解决。

“史事宗”的“引史证易”不是为了单纯解释“卜筮之书”的《周易》，而是借助易文本这方天地、主要运用“引史证易”的方法，也是以历史的态度来整合易卦，以达到史《易》合一的地步，从而形成自己带史证特色的易学系统。而儒理宗却不是这种史证特色的易学系统，《伊川易传》里面是有不少“引史证易”，但那显然不是他解易的主要方法，他主要是以儒理解易，以达到理易合一的地步。所谓“理易合一”是指変“易本卜筮之书”为天理论之书，《易经》也就当然成为天理论的易学系统。从治学态度上讲，《程氏易传》里尽管有一些“引史证易”的地方，程颐骨子里是不重史的，所以后人没有说他被“史坏了” 的。而与朱熹同时代的陈傅良、陈亮等所谓“史本论”者，无一不被如此论的，就连“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也不能“幸免”。

 那么，“史事宗”何以“主要”用史证的方法解易？易学家何以要以史证经？恐怕要从易与史的关系说起。到底是史依易、还是史依理，抑或是史依注，决定了“引史证易”活动的学术宗旨。即：“以史证易”如何可能？应该说，几乎有《周易》以来，易与史就相襟连。这种易史对待可说是《周易》的本有属性。古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曾经提出过：《周易》中的有些卦爻辞，说的就是一些《周易》制作时代十分流行的故事。
他旁征博引，重点引用了五项：

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丧羊于易"：大壮，六五；"丧牛于易"：旅，上九；）

高宗伐鬼方的故事；（既济，九三；）

箕子明夷的故事；（明夷，彖曰；六五； ）

帝乙归妹的故事；（归妹，六五；）

康侯用赐马藩叔的故事等。（晋，彖曰；）
这里说顾先生列举的例子，是要说明《周易》原本是含史的。当然，顾先生的目是为了疑古。《四库全书·诚斋易传提要》就说得更切题，“然圣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从。箕子之‘贞’，鬼方之‘伐’，帝乙之‘'归妹’，周公明著其人，则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举矣。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证经病万里也。” 
 也就是说，《易类提要》梳理了《周易》带给杨传的三项故事。梳理这三项故事的用意是明显的，无非是说“引史证经”古已有之，“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举”，只要你愿意去做。但是，在所有的“引史证易”活动中，只有杨万里克服了“后儒说《易》之病”，因为杨把“引史证易”谱系化了，不但卦卦含史，几乎爻爻有史，而史中又出论。这种史证的谱系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正如他自己在《答临江王守》中说的：“今旁搜放失，遂成一书，举一推万，其政无遗典矣”
。 “以史证易”如何可能在《诚斋易传》中已成为一种必需，或说必然。

                       （2）易史通约

   如果说“以史证易”如何可能在《诚斋易传》中已成为一种必需，是要在其哲学著作中体现一种史的精神，那么，杨万里又在其对《周易》史证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以气本论为前提的哲学体系。这个史的精神就是其对荀子“古今一也”（《非相》篇第五）的进一步阐发，
杨万里在他的另一部哲学著作《庸言》中还说“《易》者箫何之律令，《春秋》者汉武之决事也。《易》戒其所当然，《春秋》断其所以然。圣人之戒不可违，圣人之断不可犯。故六经唯《易》与《春秋》相表里。”
 

“《易》与《春秋》相表里”就是“《易》与《春秋》”的对待，因而也是易与史的对待。人们是否有理由说，杨万里是较早地看到了这个易与史的对待呢？或者说，这种易与史的对待正是杨万里史的精神之体现和他的哲学世界的“究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的展现呢？不管怎样，杨万里几乎用宋以前的所有历史来阐易，“真事隐去”的却是对宋现时政事的针砭和规谏。《诚斋易传》一开头就提出史证，“故亡汉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刚健之过也”。
恐怕正是这种史论代政论，体现了杨万里作为“南宋独立的思想家”（张岱年先生语）其独立性在于对道体与用的贯通上。程颐对其《易传》作出的努力，不能不说只是对道体的打通，而“史事宗”则更倾向于对用的打通。史比理是更接近现实政事的具象，所谓借古喻今。所以“史事宗”大量的运用史证、而不是儒理阐易，原出于此。对杨万里这个“《易》与《春秋》相表里”的命题似的表述，我们是可以看成杨万里写《诚斋易传》的真正动机和出发点的，或者说它和前面《答临江王守》的话同出一辙。在经学里，“春秋”就是史的代名词。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郝经（公元1223－1275），他说“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耳。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耳。” 
（据说，“六经皆史”要从郝经算起，参看：白刚为《郝经传》代序的《郝经的经史论及其社会意义》一文 。
因为本文不主要讨论这个问题，兹从略。）郝经的这段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古经史不分，即易、史不分。吴怀祺先生在他的《易学与史学》一书中说到，“作为解释卜筮结果的《周易》，它在形成过程中，和‘史’的活动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史’观察社会、解说历史的思维逻辑依据。” 
 这话刚好说出了易与史的对待，并且，在这个“易、史对待”上，“《易》即史之理耳”，即易中大量掺入史证是为了体现“史之理”，即史的精神，也是为了架构一种以史证为基础的哲学系统，即“以历史为基础的”哲学系统。贺麟先生曾评价黑格尔哲学如是说。
杨万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态度，才在《诚斋易传》中大量的发挥“以史证易”，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还《周易》以本来面目，才是在传易学之嗣统；不但贯通道体，也贯通道用。为了达成这样一个目的，《诚斋易传》不但“以史证易”，也有“以易说史”。比如：《丰·初九》有： 

“禹稷当平世，君子之幸也。颜子当乱世，君子之不幸也。其有当丰盈明盛之世，而伏中昃盈虚之机者；其君子幸不幸之杂也与。初九以刚明之贤，当明盛之世，遇九四同德相应之迩臣，为己之所主，已往而从之，其功业成就必有卓然可尚者。岂非初九之幸也哉？然幸未久而灾至者何也？时虽明盛，而六五柔暗之君也，初九在下之远臣，与九四在上之迩臣，安能以已之昭昭，启君之昏昏乎？故四老能从子房以安惠帝，而不能振惠帝之柔。刘更生、张猛、周堪、能从望之以傅元帝，而不能开元帝之暗。诸君子岂不遇明盛之世哉？然明未久而昧生，盛未久而衰至。大则灾于而国，小则灾于而身。故汉再衰而望之死，惟子房四老幸免者，子房退而四老去也。故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这是典型的以史演易、又以易演史的例子。先从“禹稷当平世，君子之幸也。颜子当乱世，君子之不幸也”史例演论了“丰盈明盛”、“伏中昃盈虚之机”的道理；再从“初九以刚明之贤”，至“安能以已之昭昭，启君之昏昏乎？”用《易》话语推演了一遍“故四老能从子房以安惠帝，而不能振惠帝之柔。刘更生、张猛、周堪、能从望之以傅元帝，而不能开元帝之暗”这段历史。

当然《诚斋易传》中“以史解易”处就更多，请看《损》卦中这几个例子：

《损·九二》有： 

“此损下益上而有不损之损也。九二以刚阳之贤，而佐六五阴柔之君，所以益于君也。然以兑说之资，而济刚阳之徳，此非所以为中正也。若使复损其刚，则流于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为志，皆使之不得损其刚也。不损其刚，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损益之，魏无忠再相而变其公清，裴度晚节而安于浮沉。皆损其刚者也。征凶，谓行之以兑说则凶也。”
 

此史解《易》也，一解则《易》明，并指出了“损其刚”、“流于不正不中之域”的危害，又佐以“魏无忠再相而变其公清，裴度晚节而安于浮沉。”的史证予以证之。

《损·六四》有： 

“此圣人劝六四损己以从人，损不善以益其善也。去病必医，去过必师。六四之有疾，不医之以初九之师，何能损乎？然改过去疾而不速，犹在吝与咎之域也。速改，则可喜而无咎矣。然则六四何为而有疾也，六四以阴柔之资，居下卦之上，宅近君之位，富贵诱于前，忿欲动于中，此其膏肓也。不有初九刚方之师友，其孰从而切磋救之哉？子产容国人之议己以自药，而不毁乡校。可谓能损其疾而惩忿。魏献子听阎没女寛之讽谏以自警，而辞梗阳人。可谓能损其疾而窒欲。然曰亦可喜者，亦之为言，次之辞也。无疾，上也。有疾而损之，次矣。”

此亦史说《易》也，犹可贵的是它提出了“损不善以益其善也”的观点。并用“子产容国人之议己以自药，而不毁乡校。可谓能损其疾而惩忿。魏献子听阎没女寛之讽谏以自警，而辞梗阳人。可谓能损其疾而窒欲。”的史证阐述了这个观点。

《损·上九》有： 

“此圣人赞上九不损之损之盛徳也。上九居损之终，位艮之极。居损之终，则必变之以不损。位艮之极，则必止之以不损。当节损之世，下皆损己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损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饥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冻老。汉文集书囊、罢露台，而天下有烟火万里之富实。皆损之上九也。得臣，谓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谓无自私其家之益。”

此史论《易》也，用“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饥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冻老。汉文集书囊、罢露台，而天下有烟火万里之富实。”说明了“下皆损己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损其下以益其下”，故能“大得志”的道理。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易、史之间的“对待”，或演、或解、或说、或论，尤其是“史论易”和“易演史”这二个案例，展示的所谓易、史之间的“对待”，实际上说的就是易史之间的互动。吴怀祺先生下面的这段话，也说明了“易、史对待”（或说易、史互动）前提下的易、与史的“通约”。他说：“以《周易》的思想、思维方式思考军国大事、历史变化，反过来，他们（史官）的解说，又丰富了《周易》的理论，而《周易》的发展又离不开历史事实的支撑。”
 原来，易、史通约是指易为史理，史为易证的互相置换，说的是易史二者的兼容。恐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杨万里历史意义的世界。

（3）史、《易》合一

所谓“合一”，应该是指经过全面史证改造后的《周易》形成了一个怎样的全新的易学系统？通过立足历史事实本身，“易史互动”的去向在哪里？通过“以史证易”的“易史互动”突破了什么？否定了什么？首先，“史事宗”的“易史互动”是要达到史、易合一的目的。

关于“以史证易”，义理派都向有发挥。比如：《周易正义》孔颖达的疏里面却也有不少“参证史实”或“引史证易”的地方。比如：初九，潜龙勿用。条下，有“若汉高祖生于暴秦之世，唯隐居为泗水亭长，是勿用也。” 
 又九四，或跃在渊，无咎。爻下有疏曰“若周西伯内执王心、外率诸侯以事纣王也。”又有“若宋襄公与楚人战而致败亡是也。”
 当然，孔疏“引史证易”更多的还在于它和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引史证易”一样是一个注经的系统。到了“儒理宗”的程颐，《伊川易传》的“引史证易”处就更多，但程颐“引史证易”和郑玄“引史证易”的定向不同，程颐不是为了把《易》卦说清楚，而是通过对《易》卦、爻的“引史证易”把天理论说清楚。或者说，他是以天理立论，主要以“天理论”解易，“引史证易”只不过是他的辅助手段。这后一点前面已经说过。程颐治易的进路是：天理-——易——史证——天理，程氏《易》的合成是理、易合一。因而，程氏《易》是含“天理”的儒理系统。杨万里治易是通过对《易》卦、爻的“引史证易”把历史说清楚，并着重引出历史教益。“引史证易”是杨氏《易》的主要手段，杨氏《易》的合成是史、易合一。因而，他的《易》就是一个史证系统。

应该说，有“以史证易”就有“易、史互动”，但不一定达成史、易合一。程氏《易》的“以史证易”通过“易史互动”突破了象数《易》、老《易》、卜筮《易》等等，但程氏真正赖以突破的手段是他的天理论来达成理、易合一。他靠史证和天理论作为治《易》的手段，“易、史互动”与易、理互动提出他的天理论思想。这里，治易的手段和治易的目的同一，是方法论又是目的论，“二派六宗”概莫例外。“史事宗”所谓的“治易的手段和治易的目的同一”，就是立足史证，変“《易》本卜筮”为《易》本史事。或者说，是変卜筮“预设”为史证“预设”，使《周易》成为一个以历史为基础的易学系统。儒理宗使《周易》成为一个以儒理为基础的易学系统，实际上，是変《周易》为天理“预设”。玄理宗使《周易》成为一个以玄理为基础的易学系统，实际上，是変《周易》为玄理“预设”。陈来教授在谈到“天与人的交感”时，就谈到过“预设”问题，他说：“卜筮固然预设了龟草与事变的一种神秘的联系，…而星象学的解释则明白预设了天象与人事的关联。”
卜筮用龟草（或蓍草）来“预设”而屡试不爽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杨万里更是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认为：“蓍无情者也，而有应之与否者，皆吾心之所召也。”
明白了这层道理，杨万里就知道了与其那样，还不如変卜筮“预设”为史证“预设”。

其实，不入“史事宗”的胡宏的《易外传》
、写《紫岩易传》的张浚，
  的著作中并不乏“引史证易”之例。胡宏在他的分量极轻的《易外传》中，“引史证易”却俯拾皆是。胡宏《易》虽达到了史、易合一，但他的《易》没有形成系统，而张浚《易》则是一个修养论的系统。

因此，所谓“史、易合一”，就是变易为史，以史为易。史事宗的“以史证易”在于阐释易卦、爻位都不是在那里讲数理结构，更不是讲玄理、讲天理、讲图书，而是植入历史事例，使易史的对待动态起来。使《周易》不具神秘性和超越性，而在于贯通道体及用上，这样就自然成了特别的一宗。

                       （4）“史事宗”白

 杨万里何以能成为“史事宗”的代表？对这个问题我本人也困惑过，相信不少人都有这个困惑。比如，吴怀祺先生就认为：“以史证易，也不当始于李光、杨万里。实际上，以史解易在欧阳修、司马光那里，已经看得很清楚。既使是象数派、图书派，又何尝不言史？”
  吴先生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或许“史事宗”都是向壁虚造。因此，前面二个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是互相牵连的。回答不好其中一个问题，其它问题都会受到影响。

对《诚斋易传》进行考量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杨万里用来解读《周易》的史例，竟达400多条，已经不是“三百八十四爻”和“三百八十四事”
可以描述的了。《诚斋易传》所引的400多条史例里面，尽管有一些是重复使用，比如，对唐文宗的故事，杨万里引用达十一处之多。杨传所引史例的总量也超过了任何一部《易传》。李光（公元1078－1159）的《读易详解》虽然在考量上及不过《诚斋易传》，但二者治易的主旨却是一致的，都表现了以“史易合一”为原则的《易》本义（易本史实）现象还原。即这种还原不是向“易本卜筮”还原，而是向“易本史实”还原。这个本义乃是指《周易》原本含史，杨万里曾序卦说：

    “乾坤，开辟之世乎？屯蒙，鸿荒之世乎？需养，结绳之世乎？讼师，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书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尧舜雍熙之世乎？”

朱熹通过“易本卜筮”的路径，将《周易》本义的大门打开，是要人们记住《易》本以卜筮设教。《朱子语类》上有：“问：‘易以卜筮设教。卜筮非日用，如何设教？’曰：‘古人未知此理时，事事皆卜筮，故可以设教。后来知此者众，必大事方卜。’”
杨万里通过“以史证易”来以史设教，前面我引朱伯崑先生说的“把《周易》看成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部教科书”，有同此类。

此外，程杨《易传》在当年刊行天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元代学擘吴澄有“诚斋杨先生易解版本行天下久矣。”
  而这位学擘也没弄清楚，“程杨易传”之所以“刊行天下”。值得指出的是：吴澄曾为杨万里《易传》作跋，“亦有微辞”，章太炎先生对吴澄的整个评价却是，“元朝，陆派的明儒要推吴澄（草庐），但其见解不甚高。”
作为“史事宗” 代表的杨万里，充分发挥“引史证易”，不但卦卦含史，几乎爻爻有史。近距离的宋人看得分明，杨万里实则弥补“天理论”者解易（偶尔用史）的不足，或者看到了二者的交替互补。恐怕，那才是“程杨易传”之所以“刊行天下”的真正原因。 

《四库全书》的《诚斋易传·易类提要》是这么分出杨万里易学为“史事宗”的：“是书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传以证之。初名易外传，后乃改定今名。……然圣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从。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说经病万里也。”
 可能，《四库提要》的话是不能服人的，因为“引史说经”既不从杨万里始，更不是杨万里唯一。但是，凭“以史证易”的先后划“史事宗”，是不合适的。河洛不始于邵雍，儒理自《易大传》始，《周易参同契》以道解易先于王弼。

关于“以史证易”，前面说过，“以史证易”是体现《易》所本有的属性。至于如何把这项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自《周易》出现后所有治易学者们的使命。到此，还可以用清代经学大师章学诚的一句话来作个归纳。他说，“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
 这里，他虽然是要人们不要去“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是“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杨万里当然知道“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他发明“史事宗”不但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易学》系统，也要同时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哲学系统。杨万里写作《诚斋易传》十六年，达成了这个目标。杨万里没说过“六经皆史”的话，但他认为：“《易》，六经之首种也。天谷之羲播之，文王芽之，周公、仲尼申拆之。”
，他知道《易》为六经之首的地位和来源，也知道《易》与史的对待。而章学诚先生关于治经的那段话同时也道出了这样一个实情，通经术的学者一定要通掌故，即历史典章。因此，治易的学者大都要“引史证易”。因为不通掌故，莫作文章。也就就是说“以史证易”如何可能？到了治易的主体这里成了“以史证易”为何必需？关键还在于它是一个怎样的易学系统。杨万里稍后的宋人李杞（生卒不详），写了个《用易详解》，里面大量“引史证易”，由于又间以老庄说易，终不入儒学正流，只是一个“史事宗”与“老庄宗”的杂糅系统。

总之，“史事宗”一定要以“引史证易”为前提，而“引史证易”不一定都能入“史事宗”，更不能随便算成为“史事宗”的代表。“史事宗”的特点在于：1、变卜筮预设为史证预设；2、更注重对道体及用的贯通；3、“通古今之变”的成就上似强于“老庄”、“儒理”宗。4、杨万里“史事宗”易学不纯是一个经学系统，更是一个历史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系统。杨万里易学不但为我们重置了一个史证系统，更使我们跋涉于理学的气、理、心、性之间，从而在读《诚斋易传》的同时，我们会对宋代理学有所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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